
“中国数字”依然难产 

    “信息不对称、过于依赖美国农业部预测数据，而该数据又往往不准确，这是导致中国企业吃亏、直
至发生大豆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曹绪岷会长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但既然美国农业部数字不准确，中国企业为何还要以此为判断依据？曹会长回答“因为中国没有自
己的数字。”  
    不过，好消息是，目前由该协会正式启动的数据统计系统，有望解决这一困境。但坏消息是，因为
工程费用完全来源于协会会费收入，协会财力有限，所以，数据发布实行“有偿性”，即只对会员公开。 

    如果“中国数字”因为费用问题而自我限制，无疑于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自杀”行为。   
   
    美国人提醒：迷信单一数字是“商业大忌”  
    在美方代表团召开媒体见面会的最后一刻，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曹绪岷会长才出现。曹会长的
出现令在场的国内媒体颇感意外，因为作为美方的专场媒体见面会，最初的人员安排中没有中方代表的名
字。另外，即使曹会长要出面，也应该是在第一天，即出席美国大豆协会和大豆基金会的见面会，而不是
CBOT的见面会。  
    “邀请曹会长出席，是临时决定。而曹会长也是在我们极力要求下才答应的，”媒体见面会的组织
者透露说。  
    会后媒体私下分析说，也许是因为面对中国媒体“不留情面”的质疑和追问，美方认为有必要请中
方代表出面，表明中方“看法”。  
    曹会长一出场，首先表示，2004年的大豆危机已经过去，已不是什么新话题。当时媒体炒得一塌糊
涂，但现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不值得炒作了。目前重要的是如何总结危机产生的原因，如何进一步加强
我们行业的锻炼，提升行业的解决危机能力。  
    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他的分析是，目前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大部分都是根据美国农业部每年发布
的市场信息和预测，作出采购计划和决定。“但美国农业部的预测往往不是很准确，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
就难以做出正确判断。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不仅大豆，其他农产品也存在同样问
题，”曹会长说。  
    但对于中国企业对美国农业部数字的依赖，美国大豆协会的雷天龙先生评价说，对于任何一家美国
的大豆加工企业来说，他们绝不会仅仅依赖于美国农业部提供的预测报告。一家美国加工企业可能平均拥
有4－5个专门的咨询机构，分别就合同事宜、中国和拉美地区的当年收成等向他们寻求咨询意见。甚至很
多美国公司还拥有专用的气象服务，而不仅仅享受政府提供的气象预报。所以在美国市场上有很多获取信
息的渠道，而影响市场的因素本来就很多。  
    “对于中国企业和进口商而言，美国大豆协会只是个桥梁。如果希望得到最全面的信息，最好的方
式还是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中，包括现货市场和芝加哥期货市场，就像日本、台湾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企业那
样。”他建议说，“而一旦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中国的进口商就会对美国的市场、美国的系统、美国信息
的可靠性等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些方面做到了，那么关于美国农业部数据准不准等很多疑虑就自然而然消
失了。”他说。  
   
    “中国数字”有望问世  
    既然美国农业部的预测数字不可信，中国企业为何还要坚持采用？“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数据，”
曹会长回答说。  
    那么，中国农业部为何不能像美国农业部那样，定期向国内外市场发布预测数字？“对其他机构我
没有权力评价，”曹会长说。  
    曹会长在提供了一连串的无奈回答之后，还是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最近，国务院已经授权
土畜商会，承担美国农业部发布大豆产供销等相关信息的职能。  
    “我们商会目前已经开始正式准备工作。”曹会长透露说。  
    不过，目前的数字搜集工作难度很大。如中国大豆的年产量，从没有一个机构真正全面深入地调查
过：中国大豆耕地有多少，农民播种面积有多少，有没有自然灾害等。不仅每个省都要调查，还要一个村
一个村的调查。  
    需求量和购买量的统计，难度更大。美国的做法是，贸易商购买大豆、签订合同的数量，都必须向
美国贸易部如实报告。而美国贸易局也会定期发布统计数据，如今年签了多少、几月份交货等。但中国目
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形成制度化。  



关闭窗口 

    曹会长还介绍，该系统目前实行会员制，即自愿加入的方式，“目前已有会员100多家”。  
    会员制，意味着数据系统只对会员开放，而不是向全社会、全球免费和公开发布。原因是“因为土
畜协会目前所有费用都来自于会费收入，数据开发系统财力有限，”曹会长说。  
   
    中国“数字牌”会因“财”夭折吗  
    与中国行业协会的费用来源不同的是，美国大豆协会的费用来源有两大部分，即直接来源于美国农
业部和美国大豆基金会。  
    美国农业部的资助显然来自政府财政收入，但大豆基金会的费用来自何处？“来自大豆销售价格提
成，”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尼尔·布雷迪霍福特说。  
    在美国，规定每蒲式耳销售价格的0.5％要上交给美国大豆基金会，作为强制性缴款，每年征缴的
基金超过8000万美元。这些资金的用途选择，以帮助提高大豆种植的效率、可行性和盈利率等为目标。其
中很多用途都是直接服务于国际客户的项目，为全球购买美国大豆的客户服务。所以，美国大豆种植农户
为自身利益，也做了大量的投资。  
    如早在1982年，美国大豆协会就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目前的工作人员已达19名。现在又在上海开
设了第二个代表处。各地分支机构和人员配备的费用来源，都来自美国大豆基金会的基金和农业部的资
助。  
    某种意义说，美国大豆协会等作为行业代表，能够为争取和维护美国大豆种植者利益而不遗余力，
除其令人钦佩和叹服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外，还有其背后强大的财力支持，  
    对比之下，中国土畜商会所有费用仅限于会员会费，因此资金来源渠道少、数量更有限。在此有限
的财力情况下，商会承担行业协会的服务职能都受限。现在，中国政府将开发大豆数据系统的职能确定给
商会，但商会现有财力水平下能真正承担起来吗？即使在美国，该职能也是由享受政府财政预算的农业部
承担的。  
    一个多方期待的、寄希望于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提供参考依据的、并借此发挥中国因素对国际
市场影响力、从而“参与”国际定价权的中国“数据牌”，会否因“仅供内部参考”而丧失其国际贸易舞
台上的身影？  
    其实，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之所以能“左右”国际市场，首先是因为其免费向全球公开发布。如果
“中国数字”因为费用问题而自我限制，无疑于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自杀”行为。激情满怀要参
与国际定价权的宏大志向，又从何谈起？  
  


